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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驾驶行为的综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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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攻击性驾驶行为的综合模型(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driver aggression)将“挫折−攻击”模型与一般攻

击性模型相结合, 提出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对心理过程具有交互作用, 阐明了认知评估、情绪唤醒对攻击性驾

驶行为的影响机制。该模型能很好解释在道路冲突中, 驾驶员的攻击性持续升级的原因, 以及为什么在道路攻

击性驾驶行为事件中, “肇事者”和“受害者”的角色模糊不清, 这有助于更好地确定攻击性驾驶行为对交通事故

和道路安全的影响, 对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对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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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的

《道路交通运输安全发展报告(2017)》显示, 2016
年中国共接报道路交通事故 864.3 万起, 同比增

加 65.9 万起, 上升 16.5%。美国交通安全基金会

调查指出, 超过 55%的致命性事故, 是由驾驶员

潜在的攻击性驾驶行为引发的, 78%的受访者将

攻击性驾驶看作严重的交通安全问题, 但是仍然

有 22%~26%的受访者在近期内曾有过紧跟前方

车辆、迫使其他驾驶员加速等攻击性驾驶行为

(AAA Foundation for Traffic Safety, 2009)。Mann
等(2007)的调查结果表明 , 自我报告曾有过攻击

性行为的驾驶员, 碰撞风险增加了一倍。根据剂

量反应模式, 驾驶员攻击性行为越严重, 事故可

能性越高 (Sansone, Leung, & Wiederman, 2012; 
Wickens, Mann, Ialomiteanu, & Stoduto, 2016)。在

我国, 攻击性驾驶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交通运

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 中瑞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 
2015)。如何通过减少驾驶员的攻击性驾驶行为来

                     

收稿日期: 2018-04-05 
*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驾驶员归因倾向对攻击

性驾驶行为的影响” (W201683617); 辽宁省博士科研

启动基金项目“车载广播对汽车驾驶员警觉的影响机

制研究” (201601242)。 
通信作者: 马锦飞, E-mail: majinfei666@126.com 

降低交通事故率, 是交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复杂

而重要的课题。 
道路是社会情境的缩影, 与日常人际交流不

同, 汽车的封闭性影响了驾驶员对其他道路使用

者社会存在的感知, 强化了领域概念, 并阻碍了

驾驶员之间的社会交流(Leckie & Hopkins, 2002)。
交通心理学研究者结合道路情境和驾驶任务的特

殊性, 在传统社会心理学攻击理论的基础上, 分
别从人格因素、情绪因素及情境因素、社会认知

因素等角度, 提出了驾驶员的攻击行为理论。最

早, Tillmann 和 Hobbs (1949)发现, 日常生活中具

有攻击性的人往往承担更多的事故责任, 由此提

出社会失调理论, 开创了攻击性驾驶行为研究的

先河(Galovski & Blanchard, 2002; Efrat & Shoham, 
2013; Ulleberg & Rundmo, 2003)。Shinar (1998)结
合人格因素、情绪因素和道路情境因素, 提出“挫
折−攻击”理论; 随着社会认知理论的成熟, 众多

社会心理学家应用归因理论和一般攻击模型对攻

击性驾驶行为的认知和情绪机制进行解释; Soole, 
Lennon, Watson 和 Bingham (2011)整合了个性、情

境、认知和情绪因素, 形成一个统一的、综合的

框架来理解攻击性行为, 提出了更为复杂的综合

模型。 

2  攻击性驾驶行为的界定 

持不同理论观点的研究者, 对攻击性驾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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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义的侧重点各有不同。Shinar (1998)从“挫折−
攻击”理论出发 , 强调攻击性驾驶行为是驾驶员

在挫折情境中典型的行为表现：不考虑其他驾驶

员的安全和感受、或激惹其他驾驶员, 以及为节

省时间而牺牲他人利益的危险驾驶行为。但是 , 
这一定义无法将攻击性驾驶行为和疏忽驾驶、风

险驾驶行为相区别。 
Anderson 和 Bushman (2002)的一般攻击模型

认为, 攻击行为是针对其他个体并伴随有伤害意

图的行为, 伤害意图是攻击行为与其他危险行为

相区别的标志。Soole 等(2011)将一般攻击模型与

“挫折−攻击”理论相结合 , 提出驾驶员攻击行为

的综合模型, 认为攻击性驾驶行为是驾驶员为达

到某一目的, 针对其他道路使用者并以造成身体

或心理伤害为意图的行为, 并且这种行为伴随愤

怒或挫折等消极情绪。这一定义首先强调了攻击

性驾驶行为是一种有意行为(不是判断失误或注

意缺乏造成的); 第二, 将伤害意图视作攻击性驾

驶行为与其他危险驾驶行为(例如, 为了节约时间

或追求感官刺激而抢道)相区别的关键标志; 第三, 
融合了“挫折−攻击”理论的观点 , 即认为消极情

绪对于定义攻击性驾驶行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Wickens, Mann 和 Wiesenthal (2013)进一步提

出, 攻击性行为的第四个特点是具有违法性质(具
有恐吓伤害和攻击成分), 认为攻击性驾驶行为是

一种针对其他驾驶员的敌意性道路交通违规行为

(紧跟前车, 粗鲁驾驶等), 以及愤怒表达行为(咒
诅、不雅手势等), 这些行为不是由于一时的判断

失误或注意缺乏引起的, 而是一种带有敌意动机

性质的异常驾驶行为。以上四个标准中, 有意性

被大多数研究者视为界定攻击性驾驶的关键标准, 
但是, 暗藏伤害意图、伴随消极情绪并且具有违

法性质, 三个条件都要满足才能算作攻击性驾驶

行为吗？后三个标准是否可以作为攻击性驾驶行

为的界定标准至今仍存在广泛争议, 未来只有深

入探索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心理机制, 才能有望解

决界定标准的争议。  

3  综合模型的理论背景 

3.1  人格因素驱动的理论模型——社会失调理论 
社会失调理论来源于 Tillmann 和 Hobbs (1949)

的研究, 该理论认为, 驾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平日里具有攻击性的个体, 也会将自身的攻击倾

向延伸到驾驶环境中。也就是说, 攻击倾向是一

种人格模式, 势必会受到个人童年生活和社会背

景的影响, 攻击性驾驶行为便是此种行为模式的

表现之一。Macmillan (1975, cited in Krahé, 2005)
的研究表明, 有很高犯罪率和社会问题倾向的个体, 
交通事故和碰撞率也更高。Galovski 和 Blanchard 
(2002)的研究也发现 , 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个

体同时也普遍具有攻击性驾驶问题。同样的 , 
Carroll, Davidson 和 Ogloff (2010)考察了暴力罪犯

在人口特征、犯罪史和精神健康状况方面的特征, 
结果表明罪犯的敌对知觉偏见是导致他们心理社

会功能失调的主要原因, 并且极有可能延伸到驾

驶情境中。社会失调理论开创了以人格理论视角

解释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先河, 可用于描述和鉴别

极端暴力的道路违法和攻击行为, 但是该理论却

无法解释一般驾驶人群的轻微攻击性驾驶。 
3.2  情境因素驱动的理论模型——“挫折−攻击”

理论 
Dollard, Miller, Doob, Mowrer 和 Sears (1939)

最早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攻击永远是挫折的

结果, 而挫折感则是目标指向行为受阻的结果。

Shinar (1998)通过实证研究将该假说应用到驾驶

情境中, 提出了驾驶员“挫折−攻击”模型, 此模型

认为公路上的受阻事件(例如交通堵塞), 会诱发

驾驶员的挫折感。研究发现, 驾驶员在交通拥堵

情况下, 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更频繁地出现蓄意

尾随、鸣喇叭等攻击性驾驶行为 (Fitzpatrick, 
Samuel, & Knodler, 2017; Hennessy & Wiesenthal, 
1997)。Shinar 和 Compton (2004)使用回归分析证明

了高峰时段, 驾驶员有更高水平的攻击性行为。 
“挫折−攻击”理论为驾驶员攻击性行为提供

了直观的解释, 但研究者们指出该理论存在三个

明显缺陷。首先, 挫败感不一定随着拥堵而增加

(Lajunen, Parker, & Summala, 1999); 第二, 该理

论无法充分说明攻击性驾驶行为的认知、情感过

程 , 以及攻击性驾驶行为如何升级为严重事故 ; 
第三, 该理论过于强调交通拥堵激发的挫折情绪, 
而忽略了道路冲突事件也会诱发焦虑、恐惧以及

愤怒, 而这些消极情绪也是诱发攻击性驾驶行为

的重要因素。 
3.3  社会认知因素驱动的理论模型——归因理

论模型 
Wickens, Wiesenthal, Flora 和 Flett (2011)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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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er (2001)的社会行为归因模型, 对驾驶员攻

击行为背后的认知和情绪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整

合研究, 首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 将 Weiner 的社

会行为归因模型推广到交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 
其研究结果表明, 归因内外性、可控性和有意性

能够预测责任推断, 具体来说, 内部可控有意性

归因越强(例如, 被试认为情境中的抢道危险事件

源于驾驶员个人因素, 在其可控范围内有意为之), 
对违规驾驶员的责任推断也越强。责任推断是归

因倾向影响情绪和行为倾向的中介因素, 责任推

断越强, 被试产生的愤怒情绪和攻击性意图越强; 
责任推断越弱 , 产生的同情和亲社会意图越强 , 
即责任推断能够正向预测愤怒和攻击意图, 负向

预测同情和亲社会意图。 
归因理论从社会认知的视角, 解释了归因、

责任推断、愤怒情绪与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因果关

系, 其解释的一般模式是, 首先将卷入攻击性驾

驶事件的双方区分为“受害者”和“肇事者”, 然后

强调“受害者”是如何在认知层面对“肇事者”的行

为和意图进行解释的, 但是, 却忽略了这样一个

事实：道路攻击性驾驶事件往往是“一个巴掌拍不

响”, 缺乏对“肇事者”潜在意图的关注, 也无法解

释简单的道路冲突事件是如何一步步升级为严重

的攻击性冲突。归因理论另一个不足是, 驾驶员

并不总是将意图转变为行为 , 例如 , Wickens 等

(2011)的研究发现 , 愤怒情绪能够解释攻击意图

36%的变异, 但是只能解释攻击行为 9%的变异, 
也就是说 , 驾驶员不会总是将意图转变为行为 , 
驾驶愤怒、驾驶攻击性意图和驾驶攻击性行为之

间, 还隐藏着其他变量的作用。 
3.4  一般攻击性模型 

以上理论模型均强调某种因素对攻击性驾驶

行为的决定性作用, Anderson 和 Bushman (2002)
对以往的理论进行了综合, 提出了一般攻击模型

理论(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该理论

认为个人的社会行为反应受到个人因素(人格和

生理素质)和情境因素(攻击性线索、挑衅、挫折等

攻击诱发因素)的交互影响。这两大因素被称为输

入变量 , 决定了个体当前内部的认知 (敌意、图

式)、情绪和唤醒状态, 这三种状态相互作用, 彼
此激活, 共同引导评估和决策过程。评估过程可

以分为即刻评估和重新评估, 即刻评估是一种快

速的、自动化地评价, 引导冲动行为; 重新评估过

程受意识控制, 深思熟虑之后引导行为。深思熟

虑对于个体找到满意方案固然重要, 但是, 理性

行为方案需要在问题空间中详细地搜索行为反应, 
更加耗费认知资源, 因此并不令人满意。这并不

意味着理性思考后, 个体就会选择非攻击性反应, 
攻 击 性 反 应 也 可 能 是 深 思 熟 虑 后 的 结 果 。

Anderson 和 Bushman 的模型具有循环性, 模型中

任何社会行为的结果都被视为后续社会互动行为

的输入变量。“肇事者” (原始攻击者)的攻击性行

为会激发“受害者”的敌对反应, 敌对反应又进一

步激发“肇事者”的攻击性行为, 从而使冲突升级。 
如果要用一般攻击模型解释攻击性驾驶行为, 

必须补充两个要点：引入诱发驾驶员敌意认知的

特定道路事件(例如 , 受阻情境); 提供驾驶员攻

击性行为的操作性定义、分类和不同功能(例如, 
工具性攻击和敌意性攻击)。而这两点问题, 恰恰

可以结合“挫折−攻击”理论加以解决。 

4  综合模型 

Soole 等(2011)将 Shinar 的“挫折−攻击”模型

与一般攻击性模型相结合, 形成综合模型。首先, 
保留了这两个模型共有的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作

为核心变量, 并借鉴了“挫折−攻击”模型的观点, 
认为驾驶员行驶受阻是攻击性行为产生的必要条

件, 攻击性行为是驾驶员解决行驶受阻的一种行

为方案或表达不满的发泄方式。因此, 增加了公

路初始事件作为综合模型的起点变量(例如, 一位

驾驶员被低速行驶的车阻碍道路), 并指出受阻条

件不是攻击性行为产生的充分条件：挫折并不一

定会导致攻击性行为, 有些特殊的情境和人格因

素会对攻击性行为表达产生抑制作用, 有些驾驶

员可以以适应性方式, 通过疏导挫折或消极情绪, 
而做出非攻击性行为反应。因此, 驾驶员对公路初

始事件的知觉和评估受到个人因素(例如年龄、性

别、长期目标、特质敌意、信念、态度)和内部状

态(例如情绪、唤醒水平), 以及情境因素(例如交通

拥堵水平、警察是否在场以及匿名程度等)的综合

影响, 共同决定了驾驶员的行为选择范围以及决

策过程。受此影响, 驾驶员可能采取非攻击性的

反应, 也可能在非驾驶情境中采取替代性攻击反

应(例如, 在其他地方将愤怒和挫折转移发泄)。沿

袭 Shinar 的理论, 攻击性反应本质上具有工具性

(行为意图在于移除障碍, 例如开闪光灯、不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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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道), 或者服务于非工具性功能(报复性行为)。  
攻击性行为是否升级, 取决于其他道路使用

者的反应。如果其他道路使用者以有效消除障碍

的方式作出回应(例如让出道路), 攻击性驾驶行

为的循环就会终止。然而, 如果其他道路使用者

以不服从的方式或者以攻击性的方式对感知到的

“肇事者” (最先挑起攻击性事件的驾驶员)做出反

应, 可能会导致冲突升级(“肇事者”尾随慢车), 这
又成为新的道路诱发事件(Shaw, 2016)。 

综合模型能很好地解释如下四个问题：(1)情
境因素和个人因素是如何对攻击性驾驶行为产生

交互作用的？(2)何种公路事件类型具有激惹性 , 
以及普遍性程度如何？(3)信念类型和认知评估过

程如何对驾驶员的攻击性行为产生影响？(4)当驾

驶员对公路激惹事件作出回应, 他们的意图和目

标是什么, 他们是为了攻击吗？  
以上四个问题, 对应着综合模型的四部分结

构：情境和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诱发事件、认

知评估以及行为反应意图。见图 1 (虚线部分为作

者新增变量)。 
4.1  情境和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 

如前所述, 在综合模型提出之前, “挫折−攻

击”理论、社会失调理论均探讨过情境因素和个人

因素对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影响。一般攻击模型将

这两个因素看做互相结合的输入变量, 强调二者

的交互作用, 综合模型承袭了这一观点。 
驾驶员遇到的道路情境往往是相似的, 但引

发的驾驶行为却各不相同, 这与其个人因素(如性

别、年龄、人格特质和道德品质等)密切相关。面

对相同的情境, 个人因素对心理过程和行为反应

起到调节作用, 影响着个人对情境的选择或者规

避, 以及对当前情境的态度和感受, 并且这种影

响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换句话说, 驾
驶情境中始终融入着驾驶员的个人色彩, 并预先

“包含着个体的攻击性准备状态” (Anderson & 
Bushman, 2002)。 

在性别方面, 男性极端暴力性质的攻击性驾

驶行为比女性更多, 而非暴力性的攻击性驾驶行

为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年龄方面, 年轻驾驶员

更有可能采取攻击性驾驶行为 (Ben-Ari, Kaplan, 
Lotan, & Prato, 2016; Ge, Qu, Zhang, Zhao, & Zhang, 
2015)。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缺少责任心, 对驾驶

缺乏热情的驾驶员, 更容易对道路安全造成威胁, 
因为他们更容易产生无聊感(Heslop, 2014)。 

在众多人格特质中, 特质愤怒和特质攻击是

被研究最广泛的两种特质 (Bogdan, Măirean, & 
Havârneanu, 2016; Precht, Keinath, & Krems, 2017; 
Wang et al., 2018)。高特质愤怒的驾驶员, 更倾向

于将其他驾驶员的“挑衅”行为理解为具有攻击意图, 
由此增强其自身的愤怒和攻击性意图(Blankenship, 
Nesbit, & Murray, 2013)。高驾驶攻击性的驾驶员, 
在兴奋寻求、风险卷入意图方面的得分也较高 , 
在安全态度方面的得分较低, 并会发生更多的交

通违章事件 (Rowden et al., 2016; Sani, Tabibi, 
Fadardi, & Stavrinos, 2017)。男性特质和驾驶员特

质焦虑与驾驶员报复行为有显著正相关(Wickens, 
Wiesenthal, & Roseborough, 2015)。个人的宽恕品

质与攻击性驾驶行为负相关(Bumgarner, Webb, & 
Dula, 2016; Kovácsová, Rošková, & Lajunen, 2014; 
Kovácsová, Lajunen, & Rošková, 2016)。 

 

 
 

图 1  综合模型图(改编自 Soole 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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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的研究表明, 道德推脱水平较高的驾驶

员, 攻击性驾驶员水平也较高, 道德推脱是广泛

存在于个体头脑中的一种特定道德认知倾向, 该
认知倾向可以使得个体的内部道德标准失效, 并
心安理得地做出不道德行为, 例如, 通过责任转

移、责任分散、扭曲结果三个推脱机制, 掩盖或

扭曲不道德行为的消极影响, 如将自己不道德的

驾驶行为的责任归因于他人 (责任转移), 将个人

过错的责任分散到驾驶外部情境中, 推脱自己的

道德责任(Cleary, Lennon, & Swann, 2016; Wang, 
Yang, Yang, Wang, & Lei, 2017; Swann, Lennon, & 
Cleary, 2017)。Bailey, Lennon 和 Watson (2016)采
用 Forsyth (1980)编制的道德观点问卷, 根据理想

主义和相对主义两个维度将驾驶员分成情境道德

者(高理想主义/高相对主义)、绝对道德者(高理想

主义/低相对主义)、主观利己者(低理想主义/高相

对主义)和例外者(低理想主义/低相对主义)四类, 
研究发现两类高理想主义者中(不愿给他人带来

消极影响), 情境道德者产生驾驶愤怒情绪最高 , 
其次是绝对道德者, 但是这两类人展现出的攻击

性驾驶行为倾向却最少。相反, 主观利己者感受

到的驾驶愤怒最少, 但是展现的攻击性驾驶行为

倾向却最多。高理想主义者们更愤怒, 是因为具

有伤害性质或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不符合他们的

道德立场, 同时, 这些驾驶员又强调他人的安全

高于个人利益, 即使感受到了高水平的愤怒, 也
会抑制自己的攻击性行为冲动。而针对中国驾驶

员的研究发现, 持例外者道德立场的驾驶员攻击

性水平最高 , 研究者以文化差异解释这一现象 , 
相较于西方社会, 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延续更长, 
血缘亲属纽带极为稳定和强大, 以道德规则代替

法制规则, 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 
这可能进一步加强了例外者通过暴力手段而不是

法律手段维护社会公平的信念(Du, Shen, Chang, 
& Ma, 2018)。这充分说明, 驾驶愤怒不一定会导

致攻击性驾驶行为, 而是受到文化情境与个人道

德立场的交互影响。 
4.2  诱发事件 

在综合模型的四部分结构中, 深入分析诱发

事件的性质, 是正确理解后续认知评估和情绪激

活过程的基础。研究发现最让驾驶员感到恼火的

情境包括被后车紧跟, 被抢道, 被逼停以及在超

车道被一个开慢车的驾驶员挡道(Britt & Garrity, 

2006; Wickens, Wiesenthal, Hall, & Roseborough, 
2013)。Wickens 等(2011)通过日记回溯法得到相

似的结果, 愤怒诱发情境包括被抢道, 侧面碰撞, 
被紧跟, 被龟速行驶的车辆挡道, 闯红灯或忽视

让行标志, 阻挡并道或变道等, 其中被试报告最

频繁的消极驾驶事件为被抢道或者险些被侧碰。

为什么以上这些消极驾驶事件让驾驶员感到恼火, 
这些事件被驾驶员视为挑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一种可能的假设是 , 消极驾驶行为(例如 , 抢道)
侵犯了他人的安全制动距离 , 造成了危险情境 , 
这种威胁引发恐惧(高度生理唤醒), 并转变为愤

怒(Soole et al., 2011)。但是, Shaw (2016)通过日记

回溯法和问卷调查法, 作出了另一种解释, 研究

结果表明：驾驶员认为消极驾驶事件具有挑衅性

质, 是因为此类事件往往是粗鲁和不礼貌的, 完
全出于自私的意图 , 不顾及其他驾驶员的需要 , 
对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负面影响欠缺考虑 , 
而不仅仅是有危险的。与危险行为相比, 缺乏“驾
驶礼仪”更让人生气。 
4.3  认知循环过程对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影响 
4.3.1  驾驶文化对消极信念影响的认知循环过程 

在综合模型提出之前, 归因理论已经明确指

出, 敌意性归因、责备性归因以及内部可控有意

性归因是促发攻击性驾驶行为的直接认知因素

(Britt & Garrity, 2006; Hennessy, Jakubowski, & 
Leo, 2016; Wickens et al., 2011)。但是, 在模糊性

的公路情境(驾驶员被超车后, 稍微提速行驶)中, 
是什么因素促使了某些特定驾驶员(例如高特质

攻击性)更容易产生敌意性归因倾向, 归因理论并

没有做出详细解释。在社会认知过程中, 社会知

觉是由图式引导的 , 图式包括信念 , 态度 , 期望

和感知到的标准及观念等, 这些因素与攻击性驾

驶行为有一定相关性(Efrat & Shoham, 2013; Rowe 
et al., 2016), 然而, 很少有人研究攻击性驾驶员

的信念和态度是如何对归因、社会知觉及社会情

绪产生影响的(Efrat & Shoham, 2013)。 
Yagil (2001)认为, 驾驶员与其他驾驶员互动

过程中, 会逐渐形成一种“其他驾驶员”的群体印

象, 这一群体印象包含了代表特定群体的特质和

行为模板, 进而影响对这些群体行为的解释, 情
境想象测验证明了这一点, 当驾驶员对其他驾驶

员持有较多的消极看法时, 便会产生消极的归因

倾向, 进而催生攻击性行为。Yagil 进一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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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的信念会受到驾驶文化的影响。Lonero 
(2007)将驾驶文化定义述为“驾驶员在社会中, 通
过观察其他人所学到的普遍做法, 期望和非正式

规则”。与这一观点一致, Yagil 认为当驾驶文化趋

向于具有攻击性, 驾驶员可能会更倾向于对其他

驾驶员的行为做出消极的、充满敌意的归因。

Lonero 认为, 驾驶文化在不同地区, 国家之间都

有所差异。Sinclair (2013)探索并比较了南非与瑞

典的年轻驾驶员的态度和信念。Sinclair 指出, 南
非是一个高腐败程度、高犯罪率和高人际暴力的

国家, 同时也是有着较高道路死亡率和高水平攻

击性行为的国家。相比之下, 瑞典是世界上道路

死亡人数最低的国家之一, 被公认为是和谐社会, 
公民们信赖政府。Sinclair 认为, 每个国家的社会

文化和社会态度会在其驾驶员身上体现出来。正

如预期的那样, 研究结果表明, 每个国家都有明

显不同的驾驶文化：南非驾驶员对其他驾驶员持

有更多的消极看法, 只有 24%的南非驾驶员认为

其他驾驶员服从并遵守道路规则, 并把他们形容

为攻击性的, 急躁的和不专心的。相比之下, 77%
的瑞典驾驶员认为其他驾驶员服从并遵守道路规

则, 并将驾驶员描述为宽容的, 安全的和专注的。

有趣的是, 南非样本中有 99%的驾驶员将自己评

为“极好的”或“优秀的”, 而瑞典只有 65%。中国文

化背景中的驾驶员常常采用缓和思维策略来平息

情绪, 而不是通过攻击性驾驶行为来给自己制造

更多的麻烦(Yan et al., 2016)。 
Shaw (2016)根据 Yagil 和 Sinclair 的研究结果, 

对综合模型中的认知过程进行了深度剖析, 强调

了态度和信念对行为的重要性, 提出了认知循环

过程中的“自我实现预言”效应：驾驶员在道路中

遇到诱发事件时, 他们已有的人际信念会影响他

们对目标驾驶员行为的评估, 增加其对其他驾驶

员不良行为的认知倾向, 消极信念成为一种自我

实现的预言, 导致其对其他驾驶员的鲁莽行为做

出攻击性回应, 如果遭到报复, 或敌对驾驶员继

续以不文明驾驶行为回应, 那么攻击性驾驶行为

便逐步升级。 
由此可见, 无论在何种驾驶情境中, 驾驶员

的信念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自身文化潜移默化的

影响, 不良驾驶文化将对驾驶员消极信念的形成

起到助推作用, 在消极驾驶信念的影响下, 驾驶

员人际信任遭到瓦解, 并迁移到后续公路初始事

件的社会知觉过程, 形成敌意认知偏向, 产生消

极情绪体验和攻击性反应倾向 , 这种“自我实现

预言”, 将最终固化驾驶员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

负面印象, 持续恶性循环。因此, 在综合循环模型

中, 应加入文化变量(见图 1 虚线部分), 同时, 由
于交通文化是所有驾驶员的技能、态度和行为 , 
车辆和基础设施有影响的因素总和, 所以在图中, 
文化因素包容了驾驶情境和个人因素, 并影响驾

驶员对道路诱发事件的知觉、道路其他使用者行

为的意图等, 并通过认知评估和情绪体验影响驾

驶员行为的分配、控制和可能的行为反应。对这

一问题的探讨, 能帮助我们从深层意义上解释攻

击性驾驶行为产生的文化根源。 
4.3.2  驾驶员人际信念的维度 

Shaw 通过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 经探索性因

素分析, 总结了对攻击性驾驶行为影响最大的五

类驾驶员人际信念, 其中有四类信念为消极信念, 
对攻击性驾驶起激发作用, 包括：不良驾驶礼仪的

消极反应倾向(negative reactions to poor etiquette)、
不良驾驶行为标准(poor driving standards)、惩罚

不良驾驶行为信念 (thoughts about reprimanding 
poor driving)、对其他驾驶员的消极刻板印象

(negative stereotypes about other drivers); 还有一

类称为带头榜样信念(leading by example), 是一

种积极信念, 对攻击性驾驶起抑制作用。 
不良驾驶礼仪消极反应倾向, 是指驾驶员认

为其他驾驶员应该表现出适当的驾驶礼仪(文明

的、礼貌的驾驶行为, 包括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

尊重和体谅, 对不良驾驶行为的宽容), 对于不良

礼仪有厌恶和愤怒反应倾向 (Lennon & King, 
2015)。 

不良驾驶行为, 是指不遵守道路规则, 自大

粗鲁及粗心驾驶等行为, 不良驾驶行为标准是指, 
驾驶员对驾驶环境中遇到的其他道路使用者不良

驾驶行为的预期或假定, 如果驾驶员把不良驾驶

行为看做是社会通用的一般驾驶标准, 那么便会

产生认知偏差和注意定势, 个人倾向于在驾驶环

境中寻找、注意负面信息, 证实他们所相信的负

面标准和期望(Nickerson, 1998)。 
惩罚不良驾驶行为信念, 是指驾驶员认为其

他驾驶员的不良驾驶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因此他

们有时会做出相应的攻击性驾驶行为反应, 并认

为这样做是“给他们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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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驾驶员的消极刻板印象, 是指驾驶员

对道路事件的评估受到对某些特定车辆类型以及

特定驾驶员消极刻板印象的影响, 如开越野车的

驾驶员总是被认为是粗鲁的, 他们总是凭借自己

的高大车身来恐吓其他车辆, 女性驾驶员和新手

驾驶员都是技术欠佳, 缺少道路礼仪, 因此这类

车辆更容易引起驾驶员的愤怒和攻击性回应。 
带头榜样信念是指驾驶员总是认为自己的驾

驶行为是遵守规则的、为他人考虑的、文明且有

礼貌的。Shaw 研究表明, 具有带头榜样信念的人

对于道路诱发事件有较少的愤怒发泄情绪。 
前四种消极的信念具有的共同特征是：都表

现了驾驶员对适当驾驶礼仪的期望和信念。例如, 
抢道被认为是违反了驾驶礼仪, 因为驾驶员出于

自私的意图来让自己的车前进, 而延缓了其他驾

驶员的通行。同样的, 龟速前进也被认为是违反

了驾驶礼仪, 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

会对其他驾驶员造成的影响。 
4.3.3  攻击性图式的自动化行为激活效应假设 

一直以来, 归因理论强调归因方式对责任推

断、愤怒情绪和驾驶攻击行为具有递进式激活作

用, 内部稳定性归因被研究者认为是一种最具有

敌意性的归因模式, 例如, Lennon, Watson, Arlidge
和 Fraine (2011)认为, 当驾驶员将消极的道路事

件(例如被抢道)归因于违规驾驶员的不良性格和

糟糕技术, 便会认为肇事驾驶员应对挑衅事件负

责, 对其进行攻击是合理的。Shaw 的研究表明, 
进行内部稳定归因的驾驶员, 的确报告了更强烈

消极情绪 , 但是 , 与归因理论的假设相反 , 他们

报告了非攻击性反应意图, 更倾向于用自我发泄

的方式排解挫折感和愤怒感。 
Shaw 和 Du 同时发现, 那些报告了攻击性反

应意图的驾驶员, 却没有明显的归因倾向和消极

情绪体验。这一结果完全出乎研究者的预期, 无
法用归因理论进行解释, Shaw 认为, 这可能是因

为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体在威胁性情境中, 会通过

攻击性行为来进行自我防御。自我中心主义的极

端发展形式是自恋特质, 即自我膨胀和夸大自我

(Dewall & Bushman, 2011; Konrath, Bushman, & 
Campbell, 2006; Hennessy, 2016)。自恋特质个体

对环境中的威胁线索更加敏感, 更加倾向于对环

境进行威胁性评估 (Bushman, Steffgen, Kerwin, 
Whitlock, & Weisenberger, 2018; Demir, Demir, & 

Özkan, 2016; Przepiorka, Blachnio, & Wiesenthal, 
2014)。 

根据这些实证研究结果,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

考察这样一种假设：自恋特质的驾驶员, 在驾驶

经验积累过程中, 固化了攻击性图式, 形成高度

自动化的攻击性行为反应模式, 从而绕过消极情

绪激活, 而直接诱发攻击反应。这也说明, 人格特

质和道路情境可能会对攻击性行为产生自动化激

活效应, 这种假设可以作为对综合模型进一步扩

展的切入点。如果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证实 , 
那将意味着, 综合模型一直强调的攻击性驾驶行

为判断标准之三—消极情绪伴随假设将被证伪。

而在综合模型原有的循环图中, 情绪与认知评估

被视作同步激活过程 , 因此被置于同一模块内 , 
基于以上最新的实证研究证据, 有理由将情绪与

认知评估分别置于不同的模块并行连接(见图 1 虚

线部分), 留待研究者探讨空间, 以验证是否存在

攻击性图式的自动化行为激活效应。 
4.4  行为反应意图 

综合模型以周期循环模式来解释攻击性驾驶

行为, 行为反应意图是联结认知、情绪评估和道

路事件的重要一环。Shaw 的研究表明, 大部分驾

驶员都会对挑衅事件作出反应 , 而不是无视它

们。驾驶员对诱发事件可采取两类反应：攻击性

驾驶行为或非攻击性驾驶行为。Shinar (1998)将攻

击性驾驶行为又分为工具性攻击行为和非工具性

攻击行为(敌意性攻击行为)。 
工具性驾驶攻击是为了帮助受阻的驾驶员向

前行驶, 规避道路障碍, 例如, Emo, Matthews 和

Funke (2016)的研究表明 , 有些驾驶员为了尽快

脱离拥堵环境, 会在有超车机会时采取极具风险

性的侵犯性驾驶策略, 对立策略俨然成为这类驾

驶员应对拥堵的行为习惯 , 而非简单的情绪发

泄。当被其他驾驶员侵犯时, 驾驶员会采取大声

鸣笛、粗鲁的手势、紧紧尾随前车等攻击性反应, 
是为给对方驾驶员传递信息：你的驾驶行为不符

合驾驶礼仪, 是令人厌恶的。即这样做是给对方

驾驶员一个教训, 促使他们修正或改善驾驶能力

(Shaw, Lennon, & Watson, 2014)。 
工具性攻击是驾驶员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

的一种有计划伤害行为, 然而为了超车而紧跟前

车的驾驶员是否有伤害性意图并伴随消极情绪 , 
这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例如, 驾驶员可能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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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节约时间这个单纯目的而缩短跟车距离 , 
即使这么做会让前车驾驶员感到不舒服, 但是后

车驾驶员并没有伤害他人的动机, 也没有愤怒或

挫折感受。那么这种工具性行为还是否可以界定

为攻击性行为呢？这种质疑再次对综合模型的驾

驶攻击性行为界定标准提出挑战。对此问题, 我
们也许可以提出这种假设：驾驶员的意图和情绪

会随事件发展而改变, 例如一开始, 驾驶员紧跟

前车, 可能仅仅只是为了逼迫前车让路, 但是如

果前车驾驶员继续阻碍其前行, 那么攻击性意图

和消极情绪便会由此产生。接下来的问题便是 , 
哪些因素会影响驾驶员伤害意图和消极情绪的产

生？只有通过实证研究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以后, 
才能对综合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改。  

敌意性驾驶攻击具有非工具性, 是指驾驶员

感到对方的不良驾驶行为威胁到了自己, 便采取

同样的攻击性方式回应, 如碰撞、粗鲁手势等, 意
图伤害对方驾驶员, 使对方感到沮丧, 害怕和不

便, 却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Shaw 的研究表明, 
对抗或敌意意图较多的驾驶员, 报告的消极情绪

更少。这一结果和社会排斥研究非常类似, 被他

人排斥的个体会在缺乏消极情绪的前提下, 而迅

速激发攻击回应 (Twenge, Baumeister, Tice, & 
Stucke, 2001)。同样, 当驾驶员对自己的驾驶技能

非常自信, 认为自己优于对方驾驶员, 会更在意

他人的批评, 更倾向于将诱发事件评估为一种自

我威胁事件, 绕过情绪反应而直接诱发攻击行为

反应, 维护自我形象。这说明, 驾驶员攻击性图式

对攻击性行为的激发过程中, 有意识的认知加工

参与较少。 
非攻击性驾驶行为, 只是为了发泄挫败感和

不满情绪 , 而并没有对目标驾驶员造成伤害。

Shaw 的研究表明, 内部稳定性归因方式, 与消极

情绪显著正相关, 但是这种有意识的认知加工倾

向于激活非攻击性的反应方式来发泄情绪。有趣

的是, 发泄的意图与带头榜样信念负相关, 即那

些具有带头榜样信念的驾驶员对于道路挑衅事件

很少进行发泄。 

5  展望 

5.1  攻击性驾驶行为研究手段客观性难题的解

决途径 
目前大多数攻击性驾驶行为研究, 都只能采

用问卷调查法或情境想象实验, 严重依赖于被试

的情景记忆能力和社会赞许性倾向, 无法保证研

究的效度。这主要是由于攻击性驾驶行为本身是

一种在特殊驾驶情境中产生的反社会行为, 很难

在实验室中进行模拟或复现。 
单靠问卷调查法和情境想象实验, 远不能解

决综合模型新提出的理论问题, 需要对驾驶员的

认知评估过程和情绪反应进行实时或事件相关性

测量。为解决这一难题, 可以考虑三种途径。一

种方法是进行驾驶模拟器实验, 通过设计道路拥

堵或被虚拟车辆侵犯的仿真情境, 来诱发驾驶员

的愤怒情绪, 此时便可结合生理多导仪或脑电测

量技术, 考察认知评估对唤醒情绪的神经机制。

同时 , 也可由驾驶模拟器获取驾驶绩效指标 (车
速、方向盘转角、车道位置变异性), 来获取驾驶

员的外显攻击性反应。这种方法还可以与人格测

量相结合, 在实验前后, 对被试的人格特质和态

度信念进行筛选和分组, 从而考察综合模型关于

人格特质和道路情境交互作用的理论假设。 
但是, 驾驶模拟器研究毕竟是在虚拟环境中

进行的, 生态效度有待商榷, 另一种可行办法是

搜集自然场景下的驾驶行为数据。例如, 通过车

载摄像机拍摄驾驶员在自然驾驶场景下的愤怒状

态和平静状态视频, 并对其违规、攻击、操作失

误及对方车辆反应等行为进行编码和分析对比 , 
从而对综合模型的道路冲突升级过程和认知循环

过程进行证明。Precht 等人(2017)使用这种方法进

行了初步尝试, 虽然获取到真实驾驶场景中驾驶

员的“本色”表现, 但是由于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发

生具有很大的偶发性 , 往往需要拍摄海量视频 , 
才能最终搜集到几分钟的可用材料, 大大限制了

被试数量。同时, 由于愤怒诱发事件各不相同, 混
淆进各种无关变量, 增加生态效度的同时, 降低

了实验的内部效度。 
因此, 未来研究者需要考虑第三种途径, 是

将内隐联想测验、人格测验、情绪的生理测量与

驾驶模拟器或自然场景实验相结合。由于攻击性

驾驶行为属于一种反社会行为 , 在实验环境中 , 
极有可能被被试的社会赞许性意图所掩盖, 而内

隐联想测验不但能避免自我报告中被试自我掩饰

的影响, 还可以灵活运用不同的客体概念和属性

概念, 揭示攻击性的无意识层面、内隐态度和图

式。同时, 内隐联想测验与人格测验和虚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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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实验的结合(例如, 以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得到

的驾驶员内隐攻击性意图为自变量, 以人格特质

或道德信念为调节变量, 以生理指标和驾驶员攻

击性表现为因变量, 建立数据拟合模型), 将大幅

增加测量手段的客观性, 更好地对攻击性驾驶行

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5.2  综合模型的理论深化和拓展 

如果攻击性驾驶行为研究手段即时性、客观

性和有效性的难题得以解决或部分解决, 将激发

对驾驶员攻击性本质的新探索。与以往模型相比, 
综合模型更加系统化。在其提出之前, 社会失调

理论强调影响攻击性驾驶行为的人格因素, “挫折

−攻击”理论强调情境因素, 归因理论强调社会认

知因素。综合模型借鉴了一般攻击性模型的系统

化思想, 将以往理论中的关键变量进行系统综合, 
结合驾驶情境, 提出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对心理

过程具有交互作用, 阐明了认知评估、情绪唤醒

和行为反应的影响机制。其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

其循环论思想, 认为攻击性驾驶行为始于一个最

初的公路事件, “受害者”经过一系列认知活动, 最
终做出报复行为, 并直接决定了“肇事者”后续的

反应 , 导致冲突升级 , 并带来新的道路事件 , 重
复循环。因此, 该模型能很好解释在道路冲突中, 
驾驶员的攻击性持续升级的原因, 以及为什么在

道路攻击性驾驶行为事件中 , “肇事者”和“受害

者”的角色模糊不清 , 这有助于更好地确定攻击

性驾驶行为对交通事故和道路安全的影响, 对攻

击性驾驶行为的对策研究具有重要应用价值。但

是, 限于研究方法的问题, 综合模型自身还有一

些问题亟待解答, 例如, 攻击性驾驶行为的界定

标准如何确定？驾驶情境和哪些个人因素会产生

交互作用？文化如何对驾驶员信念、认知评估、

情绪体验及行为反应产生影响？是否存在攻击性

图式的自动化行为激活效应？在整个道路冲突事

件中, 驾驶员的攻击意图如何变化？只有通过更

加客观化的手段, 才能深入探明驾驶员攻击性的

内在机制。 
同时, 综合模型的人格及自我调控视角还有

待扩展。首先, 与大多数攻击性驾驶行为的理论

模型相似, 该模型过多地强调消极的人格特质因

素(如特质愤怒和特质攻击)和敌意信念对攻击性

驾驶行为的影响, 但如果要建立有效的攻击性行

为综合预测模型, 应同时确定能够抑制驾驶员攻

击性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目前这类研究非常

稀少。未来研究者可以将目光着眼于积极的人格

特质和积极信念研究, 例如, 可以进一步开展关

于个人的理想主义信念、公平公正信念、道德认

同感对攻击性驾驶行为和愤怒反思抑制作用的影

响研究。研究者还可以考虑驾驶员对未来行为后

果斟酌的倾向性、安全态度倾向性、亲社会倾向

的影响作用, 这些积极的人格特质和信念是预防

和干预攻击性驾驶行为的重要变量, 势必将成为

未来攻击性驾驶行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第二 , 以自我调控的视角来审视综合模型 , 

是攻击性驾驶行为研究的新方向。综合模型的核

心思想是, 驾驶员受攻击诱发情境和自身不良人

格特质的交互影响, 并在认知系统中自动化地激

发攻击图式, 由此确定攻击性意图, 做出攻击行

为反应, 这又激发了他人的攻击行为反馈, 形成

恶性循环, 进一步增强了消极信念。但是, 这种决

定论思想忽视了驾驶员的自我调控机制, 没有看

到现实生活中个体意志的主观能动性。驾驶行为

和人类大多数行为一样 , 是一种目标导向行为 , 
个体的主观努力控制过程决定着驾驶策略的选择

和执行(Craciun, Shin, & Zhang, 2017)。未来研究

者应着眼于这样的理论假设：如果个体的最高驾

驶行为目的是确保行车安全, 那么即使身处攻击

情境, 也会努力抑制愤怒, 独善其身; 相反, 如果

个体的最高驾驶行为目的是确保行车效率或彰显

驾驶技能, 更可能因一时冲动, 而采取攻击性驾

驶行为。 
5.3  综合模型的应用前景 

如果能够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综合模型的, 探
明驾驶员攻击性的内在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 将
为寻求对驾驶员暴力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

依据。首先, 可以对驾驶员进行再教育, 提高其道

路人际沟通技能。在面对面的交流中, 当接收到

对方的歉意, 愤怒通常会冷却下来。但是在驾驶

情境下, 车辆封闭性和匿名性直接导致驾驶员在

判断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行为意图时 , 产生“归因

偏差” (Haglund & Åberg, 2000), 进而产生消极的

互动体、态度和情绪。这主要是因为在驾驶环境

中 , 试图表达愤怒和接受反馈或道歉的途径有

限：有些抑制他人愤怒的社会提示, 如语音和面

部表情, 除非过分夸大, 否则在封闭性的高速驾

驶情境中, 不可能及时传递给其他驾驶员。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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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驾驶员掌握良好的车辆信号(车语)使用技能, 
将意图及时通知给其他道路使用者。探索道路人

际互动对道路敌意的消除作用, 将是未来攻击性

驾驶行为研究的有趣方向。现有研究表明, 车语

可以改变驾驶员互动的主观评价, 以及对其他驾

驶员的态度和情绪反应(Ba, Zhang, Reimer, Yang, 
& Salvendy, 2015; Ji et al., 2015)。因此, 未来研究

者可以探索不同驾驶经验和性别的驾驶员, 在道

路互动过程中的信息沟通技能, 并由此开发车辆之

间即时性信息通讯系统, 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第二, 可调控也意味着可改善, 对自我调控

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成为攻击性驾驶行为干预方案

的重要理论基础。例如, 研究者可以尝试探索自

尊、自责、预期后悔、责任推脱等因素对攻击性

驾驶行为是否具有中介作用, 教育工作者、执法

人员和心理咨询师也可以借助于加强个体的自我

调控机制, 来提高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干预效果。 
总之, 综合模型为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驾驶

员攻击性驾驶行为的心理机制及影响因素, 提供

了一个综合框架, 这有助于制定新手驾驶员、特

别是青少年驾驶员培训计划, 帮助驾驶员更有效

地改正他们的消极信念及处理愤怒情绪, 为预防

和干预攻击性驾驶行为提供针对性的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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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driver aggression 

LI Xiaochen; CHANG Ruosong; MA Jinfei 
(School of Psycholog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driver aggression is an integration of the "frustration-aggression" 
model and 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It proposes that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ould interact with 
personal factors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Furthermor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gnitive appraisals and 
emotional arousal on driver aggression clarified in this model. In simple terms, using this model has two 
advantages. First, it can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way that driver's aggression continues to escalate on 
the road. Second, it can better illustrate why the roles of perpetrator and victim become blurred In the case 
of aggressive road driving behavior. From what has been discussed above, this model can help us better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aggressive driving behavior on traffic accidents and road safety. Finally,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study the countermeasures of aggressive driving behavior. 
Key words: driver aggression; attribution theory; "frustration–aggression" model; 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driver aggression 


